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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留守儿童
我的孩子别成““留守二代留守二代””
带着孩子去工作带着孩子去工作，，成青年务工者新选择成青年务工者新选择

“我曾是留守儿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次。”

30岁的黄蕊来自江西铅山，如今和丈夫在浙江义乌做文具电商。因为当年

的留守经历，她坚持把儿子带在身边，成为“流动儿童”的母亲。

寒假过后，学校开学，漂流的孩子们又跟着父母从乡村回游城里。在我国，

平均每4个儿童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 1.3 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 40%，其中流动儿童

规模7109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

带上孩子去打工——黄蕊的抉择像一枚多棱镜，映射出新生代进城务工者

社会心理的多重伏线：关于儿时经历的代偿，关于富足物质的追求，关于家庭观

念的重塑⋯⋯然而，当陌生的城市把一道道生活难题摆在黄蕊们面前，这些外

来者又时常陷入“融入还是退出”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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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蕊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黄蕊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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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蕊的儿子小宇黄蕊的儿子小宇黄蕊的儿子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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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做生意占据了黄蕊的生活。2014 年本科肄业后，22

岁的江西姑娘黄蕊开始打工。一年后，她和老家的小伙结婚。

2020年，他们带着不满4岁的儿子小宇，到义乌经营电商小店。

义乌是全国外来流入人口最多的县级市，黄蕊家租住在义乌

北苑街道的一个小区。“这里都是同行，卖玩具、健身器材、香水、外

贸衣服、饰品，把小商品放在电商平台上卖，货就放在地下室或一

楼店面。”她说。

风雨兼程，平淡细碎，但她一直坚定地认为，把孩子带在身边

是最好的选择。黄蕊回忆起在铅山老家度过的学生时代，“那时

候，爸爸妈妈都到温州的皮革厂打工去了，我成长的许多重要时

刻，他们都缺席，他们熟悉我，却不了解我。”

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的父母，是黄蕊和丈夫的轨迹。对他

们来说，义乌相比老家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城市生活，但

这只构成了自己走出去的理由，至于为什么要带着孩子走出去，是

因为他们想从老家带走“年少的自己”。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的黄蕊进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的致

远中学。若不是近期引发全国轰动的“胡鑫宇事件”，这所县中在

大众视野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

初中毕业后，黄蕊从镇上的初中来到县城的致远中学，在那里

度过了高中三年。住校时，温州务工的父母半个月回来一次，尽管

两地相隔不算太远，黄蕊已经比很多同学要更容易见到父母，但她

还是觉得，许多时候父母和自己是疏离的。她只知道，父母出去是

为了赚钱给家里。

“（胡鑫宇事件）让我很震惊。”黄蕊谈起这件事，言语中难掩激

动，“会想到自己啊，我自己曾经就是留守儿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留守儿童。”

早在201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编审的谭

深曾表示，留守的时间、留守儿童的年龄、是母亲还是双亲外出⋯⋯

不同条件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在程度上各有差别。

同时，谭深认为，留守儿童面临的不利条件不仅是由于家庭结

构不完整所带来的亲情缺失，导致一定的心理、教育、健康、安全的

问题，更在于各种不利结构的交织和可利用资源的匮乏。比如城

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留在家乡的儿童，通常被纳

入经费和资源相对薄弱的边缘化教育体系中。

黄蕊也曾表示，进城务工，就是想给小宇争取更好的教育环

境，“如果把小宇留在老家，基本上也是在县城的这几所寄宿制学

校就读，选择不多，环境不如城市，而且离我们很远。就目前情况

来看，还是尽量把他带在身边读书好。”

就这样，一面是出于弥补儿时缺憾、重塑家庭观念的考虑，一

面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黄蕊只能带着孩子深度

融入打工地的城市生活，这是一个艰难但又必须尝试的方案。

母校上热搜，她想起自己母校上热搜，她想起自己

小宇今年已经 6 岁，下半年就要

上小学。黄蕊担心：如果小宇被户籍

门槛拦在义乌的校园之外，那么当初

自己带着孩子打工的决定将变得没有

意义，小宇还面临回乡成为留守儿童

的尴尬。

她带着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记录

去街道询问，松了一口气，“问清楚

了，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本地上学。”去

年 7 月底，黄蕊给当月家里的开支算

了一笔账：儿子的幼儿园学费交了

5000 元，房租单月交了 2042 元，保

险交了 333 元⋯⋯林林总总，一个月

花出 12269 元。靠着夫妻俩的收入

和存款，三口之家勉强支撑起来。谈

到收入，黄蕊有些难为情，挤出一丝

勉强的笑容，“只能说够用，城市里消

费高嘛，还带着一个孩子，花销肯定

要多点。”

尽管平时黄蕊和丈夫刻意不把生

活的压力呈现给年幼的儿子，比如，只

要有空就带他出去玩，但夫妻俩肩上

的负重总是会不自觉地向孩子传导。

黄蕊发现，自己有时候和小宇说话会

失去耐心，控制不住情绪。

专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十多年的

心理治疗师于晓分析称，“80 后”“90

后”这代留守儿童，由于儿时不曾体验

过良好的亲密关系，缺乏习得建立良

好亲密关系的机会，因此，当他们组建

家庭、成为父母，更难在亲子关系中形

成有效沟通。“如何让孩子知道父母是

可靠的，如何耐心地、不带批判地听完

孩子说话，可能是他们成年后要自主

去努力习得的能力。”

如何打开孩子的心门，教他交友、

处世、思考、克服逆境⋯⋯对于有过较

长留守经历的黄蕊来说，似乎未能像

从小亲子关系紧密的群体那样，从长

辈那里天然习得，而是变成了一个自

我探索、不断试错的崭新课题。

努力打拼，带娃留在城市

社会激荡变化几十年，那些进城

务工者的子女，是否真的发生了留守

到流动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

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委员会主席

杨成钢教授指出，“实际上，留守儿童

和流动儿童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

的不同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段成荣也表示，“两个群体是不

断转换的，他们今天可能随着父母进

城，就是流动儿童，明天他们又回到老

家上学考试，就是留守儿童。”

杨成钢表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

童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

段中产生的群体，有研究者称之为“现

代化的成本”。“简单来说，社会变迁越

是猛烈，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农

村未成年人的冲击就越大，包括他们

的人格培养、心理健康、生活保障，甚

至是身体发育。”

通过研究，段成荣及其团队推算出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流

动人口——650万，“放在今天，只是一

座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如今，人

口流动是常态，非流动是非常态。”段成

荣认为，人口流动的背后是“乡土中国”

向“迁徙中国”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无

法改变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厘

清两个群体的定义和关系，而是在于：

在无法逆转的“迁徙时代”，能不能让

孩子们“身心上的变动”小一点？

“从我个人主张来看，我认为还是

要尽量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

环境，当然，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做

好保障，让他们能在一座城市扎根下

来，尽量减少因流动给孩子们带来的

不利影响。”

“迁徙时代”，减少不利影响


